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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兼容並蓄的矛盾思維，檢驗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兼具的可能性，並以多

項式迴歸及反應曲面分析，探究寬嚴並濟領導、關懷領導、定規領導、放任領導對於

員工的任務精熟度及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本研究蒐集台灣企業 486 份有效主管部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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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問卷，結果發現展現寬嚴並濟領導的主管，其部屬的任務精熟度會高於主管展現放

任領導的部屬，而反生產行為則低於主管展現放任領導的部屬。展現關懷領導的主管，

其部屬的任務精熟度會高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的部屬；此外，展現定規領導的主管，

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則高於主管展現關懷領導的部屬。最後，在部屬的任務精熟度及

反生產行為方面，主管展現寬嚴並濟領導與展現關懷領導對部屬行為的影響程度並無

顯著差異，唯一例外的是當主管展現寬嚴並濟領導時，本研究發現其部屬的反生產行

為顯著低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的部屬。最後本研究亦針對研究結果進行理論和實務意

涵的討論。 

關鍵字：兼容並蓄、寬嚴並濟領導、關懷領導、定規領導、放任領導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se a paradox len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coexistence of consideration and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styles on a leader. By 

employing the polynomial regression with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we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nsideration and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consideration leadership, initiat 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and neither consideration nor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on 

subordinates’ task proficiency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Drawing on a 486 

supervisor-subordinate dyads data in Taiwan, we foun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subordinates’ task proficiency is higher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and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when compare with neither consideration nor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 dership, (2) 

The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is lower under both consideration and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when compare with neither consideration nor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3) The subordinates’ task proficiency is higher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leadership when compare with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4) The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is lower under consideration leadership when compare with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and (5) The effect of consideration and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and consideration leadership on subordinates’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and task 

proficiency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The only exception is when the 

supervisor shows consideration and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we found that the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of the subordinates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ubordinates 

whose supervisors show initiating structure leadership.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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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過去在 1960 年代，由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者為首進行廣泛的研究後，提出

領導力的關懷（consideration）與定規（initiating structure）兩項基本維度（Hemphill, 

1957；Fleishman, 1951, 1957）。關懷領導的特色在於領導人友善與平易近人、尊重他

人意見、平等對待團隊成員的領導風格（Fleishman, 1973）；而定規領導的典型風格則

是協助訂定團隊成員角色、落實組織績效期待與部屬建立清楚溝通管道的行為

（Fleishman, 1973）。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領導研究曾經引領風潮並在領導文獻的研究歷

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或許因為當時的研究結論不正確以及領導力研究方法的缺

陷，因而造成關懷與定規領導的相關研究，在 1980 年代之後即停滯不前而且幾乎未

見後續更豐富的研究（Judge, Piccolo, & Ilies, 2004）。然而，這絕非代表關懷與定規兩

種領導風格不重要，因為「在大部分的領導研究評論中，人們對於俄亥俄州立大學的

兩種領導風格，留下的印象是古老的。若以當代的思想出發，只有更瞭解我們今日所

處的位置，才能使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研究被記住（Judge et al., 2004）。」因此，Judge

等學者建議未來在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的研究上，應該嘗試將其與近代的領導理論進

行對話，並嘗試產生不同的新視角。  

時至今日，現代組織終日身處動盪複雜的世界局勢，以及面對充滿不穩定

（volatile）、不確定（uncertain）、複雜（complex）與模糊（ambiguous）的 VUCA 時

代，Smith and Lewis（2011）指出矛盾（paradox）概念能提供人們理解一些混亂、無

法解釋及不合理的當代世界。在組織力求變革來面對高度動態經營環境的過程中，組

織領導人需要以矛盾的觀點來克服各種難題，而成為精明的矛盾領導者（Lavine, 2014； 

Lewis & Smith, 2014；Smith, Lewis, & Tushman, 2016；Waldman & Bowen, 2016）。Smith 

et al.（2016）認為在兼容並蓄（both / and）的思維下，並非要求領導者在改善現有產

品，或因應新商業模式而發明新產品，這兩者之間做出任何妥協或抉擇，因為偏向任

何一方（如現有產品的改善）的妥協，都可能會刺激組織未來對另一方（如開發新產

品）的強烈需求。二者擇一（either / or）思維強調的是穩定性與一致性（Smith et al., 

2016），而兼容並蓄（both / and）思維，強調的則是同時性（Lewis, 2000）與動態平衡

性（Smith et al., 2016），以因應不斷變化的對立與衝突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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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Judge et al.（2004）認為當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領導研究以現代的思維角度來

理解，才能持續讓此理論受到關注。然而過去有關俄亥俄州立大學領導的相關研究大

多關心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個別對結果變項的影響（Badin, 1974；Fleishman & Harris, 

1962），幾乎從未考慮過關懷與定規兩種領導風格兼具的可能性。本研究所指的寬嚴並

濟領導，就是主管同時兼具關懷型（consideration）與定規型（initiating structure）的

領導風格。關懷型與定規型領導風格，最初是由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者所提出，關懷

領導風格為關心部屬的需求，重視雙向溝通且願意讓部屬參與決策；而定規領導風格

則為明確地指派部屬工作任務，向部屬表達清楚的工作期望、流程、方法等，並以完

成工作任務為最終目標（Fleishman & Harris, 1962）。這兩種領導風格幾乎涵蓋了所有

主管日常表現出的主要領導行為（Fleishman, 1953；Yukl, 1971）。至於本研究對兼容

並蓄（both / and）領導所賦予的意涵是，既給予部屬對工作表達想法意見的彈性並關

心部屬，同時又能保持適度的從屬關係，讓部屬遵照主管的指示，按照規定並準時完

成工作任務，也就是主管關懷與定規兩種領導風格兼具的意思。  

兼容並蓄（both / and）的領導者具有矛盾（paradox）的思維，能接受不一致事實

的存在，同時採用相互衝突的策略，並在矛盾的情境中保持動態平衡（Smith et al., 

2016）。而矛盾的意涵是指「兩相衝突但卻又相互關聯的要素隨時間推移而持續並存。

個別地考慮兩要素的其中之一是合乎邏輯的，但當同時考慮兩者並存時卻是不一致且

無法兼容的話，對一般人可能會感到不合理的（Lewis, 2000）」。例如領導者在制定公

司策略上，應專注於股東的利益，或應專注於更廣的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又如領導者

應將資源投注於積極創新，還是投注於現有產品的持續改善，簡而言之，領導者經常

需設法解決上述對立衝突的企業策略與目標（Smith et al., 2016）。此外，在人員管理

上，組織一方面賦予高階主管權力與控制的角色，並為基層員工分配了相應的追隨者

角色。另一方面，追隨者也會有不同的個人需求、追求工作自主權與工作彈性的期待

（Zhang, Waldman, Han, & Li, 2015），因此領導者在管理面經常面臨著相互衝突的矛

盾情境。Zhang et al.（2015）提出領導者在人員管理（people management）上的矛盾

領導行為（paradoxical leadership behavior, PLB）模型，他們根據陰陽哲學和矛盾的認

知，指出領導者為了達到組織結構上的需求以及部屬的期待，他們需要同時展現兩個

看似對立卻互相依存的矛盾領導行為，例如「既同等對待下屬又允許個人化」、「整合

自我中心與他人中心」、「既維持決策控制又允許自主性」、「既強制執行工作要求又允

許靈活性」、「既保持距離又拉近距離」等，Zhang et al.（2015）的研究中也發現，主

管展現越強的矛盾領導行為，部屬的工作績效（例如熟練行為、適應行為、主動積極

行為）也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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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矛盾的觀點就是努力滿足多種相互對立的需求，以期獲得長期永續的

成果（Cameron, 1986；Lewis, 2000）。這樣的觀點跳脫了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侷

限，改採兼容並蓄（both / and）的思維去因應組織所面臨的各種緊張局勢，以同時擁

抱不一致卻相互關聯的兩端。因此，不管是在公司策略或是人員管理上，兼容並蓄（both 

/ and）思維都能使領導者在兩相對立的情境中，保持對立需求的共存與平衡，並展現

有容乃大的領導力。  

過去的研究發現當主管展現關懷領導風格時，會提升其部屬的工作滿意度、生產

力、改變意願與情感承諾等正面行為（Basker,  Sverdrup, Schei, & Sandvik, 2020；Judge 

et al., 2004；Lowin, Hrapchak, & Kavanagh, 1969）。而當主管展現定規領導風格時，一

方面對部屬工作績效、工作效率、服務績效與企業績效有正向的影響（Basker et al.,  

2020；Fleishman & Harris, 1962；Judge et al., 2004；Walumbwa, Hsu, Wu, Misati, & 

Christensen-Salem, 2019），另一方面，卻容易提升部屬的離職、抱怨、不滿等負面行為

（Fleishman & Harris, 1962）。然而，Huang, Davison, Liu, and Gu（2008）發現關懷與

定規領導風格會分別透過情感與認知信任，增強員工知識分享的意願，故其認為定規

領導風格在員工知識分享的意願上，與關懷領導風格一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並建

議主管採用高關懷與高定規的領導風格。因此，過去研究大多認為關懷領導風格比定

規領導風格更具有領導效能的結論（Schriesheim, 1982）是不合適的。Huang et al.（2008）

的研究結果顯示領導者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兼具，對於領導的有效性是至關重要的。 

同樣地，Wang et al.（2018）在探討家長式領導中的仁慈領導與威權領導對員工績

效影響的研究，也將過去被視為衝突、對立的仁慈領導與威權領導視為一種矛盾現象，

他們認為過去採用二者擇一（either / or）思維，把仁慈領導與威權領導視為分別獨立

的架構，已不足以完整解釋家長式領導。本研究延伸其觀點，主張關懷與定規領導風

格亦可以矛盾思維讓兩者兼備之兼容並蓄（both / and）領導成為更有效的領導模式。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與近年所發展的矛盾理論相結合，並以

新的視角出發來探討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如表 1）。過去的研究將這兩種領導風格分

為四類型，分別為高關懷與高定規、低關懷與高定規、高關懷與低定規、低關懷與低

定規等領導風格（Kerr, Schriesheim, Murphy, & Stogdill, 1974）。但過去研究過度專注

於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思維，大多提出兩種領導風格對於員工行為「各自」的影

響（Badin, 1974；Fleishman & Harris, 1962），幾乎極少以兼容並蓄（both / and）的矛

盾思維，考慮關懷與定規兩種領導風格兼具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進一步考慮關懷與

定規領導風格之間的相關性，以及兩種領導風格不同組合之間可能存在交互作用造成

彼此相互影響（Judge et al., 2004；Schriesheim, House, & Kerr, 1976）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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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矛盾理論應用於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之四種類型  

關懷型 

定規型 
低 高 

高 定規領導 寬嚴並濟領導 

低 放任領導 關懷領導 

任務精熟度（task proficiency）係指可以正式化（formalized）且不鑲嵌（embedded）

於社會脈絡中的個人行為，這些行為反映員工為了滿足個人對其扮演角色期望與要求

的程度（Griffin, Neal, & Parker, 2007）。從本質上來說，個人的任務精熟度與任務性績

效（task performance）（Borman & Motowidlo, 1993）與工作角色行為（job role behavior） 

（Welbourne, Johnson, & Erez, 1998）等概念密切相關，並且結合 Campbell（1990）提

出的特定工作（job-specific）、非特定工作（non-job-specific）與書寫口頭（written and 

oral）等任務精熟度的概念。任務精熟度可能對個人產生激勵作用（Locke & Latham, 

1990），並且可以確保員工對其技能與能力的信心（Dreher, 1982），以及滿足他們的需

求能力（Deci, 1971）。雖然領導行為對績效影響的研究不少，但是過去除了 Hauschildt 

and Konradt（2012）指出自我領導（self-leadership）對個人的任務精熟度有正向顯著

相關；Martin, Liao, and Campbell（2013）針對指示（directive）領導與授權（empowering）

領導兩種領導風格驗證對員工任務精熟度均有正向影響；以及 Vinitha Sree and 

Gunaseelan（2017）驗證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對部屬的適應性績效有正向的影響等少

數研究之外，鮮少有從其他領導風格來探究對員工任務精熟度影響之研究。  

此外，自從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研究者對反生產行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CWB）的研究興趣一直持續增長（Fox & Spector, 2005）。反生產行為可以定

義為違反組織規範並對組織或其成員有害的故意行為（Bennett & Robinson, 2000；Dalal, 

2005；Robinson & Bennett, 1995, 1997），因此反生產行為會對組織與成員的福祉會產

生負面影響。反生產行為係指廣泛性的破壞行為，包括不服從、竊盜、身體攻擊、辱

罵和拒絕努力等，研究結果指出反生產行為普遍存在於工作場所（Aquino, Lewis, & 

Bradfield, 1999；Bennett & Robinson, 2000），並且對個人和組織具有重要的影響

（O’Leary-Kelly, Griffin, & Glew, 1996）。據估計反生產行為造成組織的財務成本高達

每年數十億美元（Bensimon, 1994；Buss, 1993；Camara & Schneider, 1994；Coffin, 2003），

若從所有形式的綜合成本來看，反生產行為對組織或成員的影響可能更會讓人驚訝

（Vardi & Weitz, 2004）。因此，了解主管如何透過領導來影響反生產行為的發生是非

常重要的。然而在過去的 30 年中，只有少數幾項關於領導的研究（Berry, Ones, & 

Sackett, 2007；Dalal, 2005；Hershcovis et al., 2007；Salgado, 2002）檢驗了反生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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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因。在情境變項方面，研究者對組織公平進行較多的研究（Berry et al., 2007），其

他則包括人際衝突、情境限制和工作不滿意等變項（Hershcovis et al., 2007）。至於從

人際交往的角度來看，Townsend, Phillips, and Elkins（2000）發現異常行為與低品質的

領導－部屬交換關係（LMX）有關；因此這種工作場所行為偏差所產生的負面心理影

響，可能會降低員工士氣、提高缺勤率與離職率，甚至降低生產力（Hoel, Einarsen, & 

Cooper, 2002；Keashly & Jagatic, 2003）。即使如此，研究領導行為對反生產行為影響

的研究仍屬相對缺乏（Judge, Woolf, Hurst, & Livingston, 2008），導致對領導力與反生

產行為關係缺乏了解。但從理論上來看，我們可預期主管的關懷與定規領導可能會影

響員工的反生產行為，因為從社會學習理論（SLT, Bandura, 1973, 1977）的觀點出發，

員工會傾向於反映其主管的行為（Neubert, Kacmar, Carlson, Chonko, & Roberts, 2008），

主管若展現關懷（例如，尊重他人）與定規（例如，建立明確的標準）的領導風格可

能有助於建立行為規範，研究也同時指出反生產行為在工作環境中則是不合適的。在

少數的相關研究中，Holtz and Harold（2013）的研究發現當主管採取高定規低關懷的

領導風格時，部屬的工作態度會顯現出高度的反生產行為。  

本研究亦採納 Judge et al.（2004）的建議嘗試新的研究方法，採用多項式迴歸法

重新探究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對於員工行為的影響。Fleishman and Harris（1962）的

研究中也有兩項重要發現，首先，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之間具有交互作用存在，當傾

向關懷領導風格的主管，提高其定規的程度時，對部屬的離職傾向與申訴的影響不大，

但當傾向定規領導風格的主管，提高其定規的程度時，會大幅地增加對部屬離職傾向

與申訴兩項負面行為的影響；其次，關懷與定規領導對於員工行為的影響可能是一條

曲線。因此，本研究採用多項式迴歸（polynomial regression）與反應曲面（response 

surface）分析，一方面可探究兩種領導風格之間的非線性關係，另一方面則可填補過

去研究（Fleishman & Harris, 1962；Holtz & Harold, 2013；Seltzer & Numerof, 1988）

從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中，挑選其中一種領導風格為自變項，另一種領導風格為調節

變項，去檢驗兩種領導風格對結果變項影響研究的不足。最後，再透過多項式迴歸所

得的係數，繪製具有三維空間的反應曲面，以瞭解兩個預測變項與結果變項之間的關

係，進而改善傳統調節分析只能繪製二維空間交互作用圖的不足。  

總而言之，領導者需要具備矛盾思維，並善用兼容並蓄（both / and）之寬嚴並濟

領導，以理解二者擇一並非唯一的選擇，而是考慮兩者並存的可能性（Lüscher & Lewis, 

2008）。因此，本研究有兩個主要貢獻，首先，過去有許多研究皆提及矛盾思維的重要

性，但在相關的領導研究中，除了近代幾位學者（Jia, Yan, Cai, & Liu, 2018；Wang et 

al., 2018）將兼容並蓄的思維應用於兩相對立的領導類型（如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仁

慈領導與威權領導）外，幾乎未見有研究將矛盾思維的觀點與關懷及定規領導風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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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並探討其影響。其次，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兼容並蓄（both / and）的思維，同時

考量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之交互作用，並使用非線性的分析方法（多項式迴歸及反應

曲面分析），探究四種領導類型（寬嚴並濟領導、關懷領導、定規領導、放任領導）對

於員工的正面行為（任務精熟度）及負面行為（反生產行為）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  

在 1960 年代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者持續地研究有效領導的行為指標，發現

了關懷型與定規型兩種領導風格。關懷領導風格是指主管與部屬間的關係，建立在互

相尊重與信任的基礎上，主管會考量部屬的想法與感受給予關懷，關注部屬的福利以

及對部屬表達讚賞與支持的程度，同時主管也會注重與部屬間的雙向溝通，強調與部

屬關係的建立與互動，因此又稱為關係導向（Bass, 1990；Fleishman & Harris, 1962）。

關懷導向的領導者注重與部屬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努力讓部屬對主管感到滿意，並

對自己完成任務的能力充滿信心。相反地，定規領導風格的主管則強調部門成員任務、

績效與目標的達成，故又稱為任務導向，定規領導風格的主管會清楚地界定自己與部

屬間的關係，指派任務給部屬並訂定明確的工作目標，所有的領導行為都以任務達成

為最終目的（Fleishman & Harris, 1962）。也就是說，定規導向的領導者是以任務與目

標的實現為方向，並尋求與部屬建立特定的溝通模式，也會很努力維護完成工作的方

式與標準（Fleishman, 1973）。 

在過去數十年來，領導力行為的研究一直很受歡迎，關懷和定規在領導力相關的

研究文獻中都已發表許多的實證研究。雖然這兩種行為似乎是透過不同機制來實現

的，但是關懷與定規領導都與追隨者態度和工作行為有關。Judge et al.（2004）曾進行

一項後設分析，提供了對關懷與定規領導六個有效的衡量標準，分別是追隨者的工作

滿意度、追隨者對主管的滿意度、追隨者的動機、主管的工作績效、團隊／組織績效

和領導有效性。關懷領導與追隨者滿意度的結果密切相關，而定規領導則與績效的結

果密切相關。此外，雖然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均與追隨者工作滿意度和追隨者對領導

的滿意度都呈正相關，但關懷領導與滿意度的相關性比定規領導更強（Judge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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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矛盾理論 

西方哲學中的矛盾（paradox）是指，「兩相衝突但卻相互關聯的要素隨時間推移

而持續並存，個別考慮兩要素的其中之一時是合乎邏輯的，然而同時考慮兩者並存時，

卻是不一致且互不兼容，甚至讓人感到荒謬且不合理（Lewis, 2000）。」矛盾觀點就是

努力滿足多種不同的需求，以期獲得長期且永續的成果（Cameron, 1986；Lewis, 2000）。

跳脫了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思維，改採兼容並蓄（both / and）的矛盾思維去應對

組織所面臨的各種緊張局勢，以同時擁抱不一致卻又相互關聯的兩端。雖然從對立的

兩端選擇其中一端，可以解決組織當下的緊張局勢，達成短期的績效目標，但矛盾思

維被視為應對緊張局勢的另一種替代方法，以探究組織如何同時滿足相互競爭的對立

需求（Smith et al., 2016）。 

東方陰陽哲學亦以矛盾本質提出處理工作上對立衝突的有效方法（Zhang et al., 

2015）。東方陰陽哲學主張世間萬物本存在陰陽兩極，兩極間並非絕對分離，而是隨著

時間的推移、情境的變動相互依存（Fang, 2010）。此一觀點不同於西方權變理論

（contingency theories）的觀點，權變領導主張領導者的行為會視特定情境去選擇當下

展現的領導行為，以發揮領導的有效性，故西方權變觀點在本質上乃是採用二者擇一

（either / or）的策略（Smith & Lewis, 2011）。然而東方陰陽哲學的觀點則是去擁抱、

整合、超越明顯的對立面（Peng & Nisbett, 1999），所有事物的對立與衝突，並非採二

者擇一（either / or）的思維去解決，而是以兼容並蓄（both / and）的角度讓對立面的

觀點和諧共存，形成一個持續保持變動與轉換的整體（Zhang et al., 2015）。 

除了組織面臨的矛盾情境以外，在人員管理方面主管也經常面臨各種對立衝突的

需求與矛盾情境，Zhang et al.（2015）認為主管需結合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

與他人中心（other-centeredness）與部屬既保持距離又不失親密、平等地對待部屬又能

考量個別差異、執行工作要求又允許彈性、保有決策權又能授權給部屬。由此可知主

管經常要意識到管理上的矛盾情境，不一定要在二者擇一中做出選擇，反而應該考慮

二者並存的可能性（Lüscher & Lewis, 2008），故能夠在組織的人員管理上展現兼容並

蓄的矛盾領導力。  

三、矛盾理論與俄亥俄州立大學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之結合  

Kerr et al.（1974）的研究將關懷與定規兩種領導風格進行概念上的分類，包括四

種類型，分別是高關懷與高定規、低關懷與高定規、高關懷與低定規及低關懷與低定

規，在過去研究發現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之間具有相關性（ Judge et al., 2004；

Schriesheim et al., 1976；Weissenberg & Kavanagh, 1972）。但綜觀過去針對關懷與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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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風格的研究（Badin, 1974；Fleishman & Harris, 1962），大多仍將兩者視為各自獨

立的自變項，並假定這兩種領導風格之間不存在相關性，或是使用傳統的調節分析來

驗證兩者的交互作用（Fleishman & Harris, 1962；House, Filley, & Kerr, 1971；Seltzer 

& Numerof, 1988）。但是傳統的調節效果分析無法完整地考慮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之

間的交互作用，並區別比較四種類型（高關懷／高定規、低關懷／低定規、高關懷／

低定規、低關懷／高定規）之間對員工行為影響的差異。  

因此，本研究將俄亥俄州立大學所發展出的關懷及定規領導風格與矛盾理論作結

合，關懷與定規代表領導風格的兩極（Denison, Hooijberg, & Quinn, 1995），當領導者

同時具備關懷與定規的領導風格，正是運用兼容並蓄（both / and）的思維，去處理相

互對立衝突的矛盾需求，使兩相對立的領導行為能同時兼具。這種兼容並蓄（both / 

and）的觀點也被應用於 Wang et al.（2018）家長式領導的研究，仁慈領導與威權領導

被視為主管需要同時兼具的領導風格，並認為仁慈領導與威權領導兼具的主管，能使

部屬更完整地理解其與主管之間的關係。此外，亦有研究發現，當傾向關懷型領導風

格的主管，提高其定規的程度時，對部屬的離職傾向與申訴的影響不大；但是當傾向

定規領導風格的主管，若提高其定規的程度時，則會大幅地增加對部屬負面行為的影

響（Cummins, 1971；Fleishman & Harris, 1962）。若從追隨者的角度來看，Gangl, Prüfer, 

and Schulz-Hardt（2019）發現關懷領導風格的主管較受歡迎，而定規領導風格的主管

較有勝任機會，而這兩種領導風格無分軒輊均同樣都受到追隨者的歡迎。  

本研究將 Kerr et al.（1974）所提出的四種類型，依其個別特性區分為寬嚴並濟領

導（高關懷高定規）、關懷領導（高關懷低定規）、定規領導（低關懷高定規）及放任

領導（低關懷低定規）。本研究所指的寬嚴並濟領導，意指主管既給予部屬對工作表達

意見想法的機會並給予部屬關心，同時又能適度的保持從屬關係，讓部屬遵照主管的

指示準時的完成工作任務。其次，本研究的關懷領導是指主管強調對部屬需求的注重，

允許部屬參與更多的決策，鼓勵主管部屬之間進行雙向溝通。至於定規領導係指主管

期待部屬承擔、執行、完成工作任務，並推動利於實現公司目標的行為（Fleishman & 

Harris, 1962）。最後將主管既未對部屬主動的關心與溝通，亦缺乏對工作任務的指派

與規定之領導風格，稱為放任領導。 

不同於過去將焦點放在探討二者擇一（either / or）領導對於員工行為的影響，本

研究納入兼容並蓄（both / and）的概念，探討寬嚴並濟領導、二者擇一（either / or）

的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以及兩者均無（neither / nor）的放任領導之間，對於員工正

面行為（任務精熟度）與負面行為（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有何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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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種領導風格類型與部屬行為的關係  

根據 Sluss and Ashforth（2007）提出的關係認定（relational identity）理論，認為

關係認定會受到雙方之間獨特的互動、觀察、回饋…等影響。以主管與部屬之關係為

例，雙方角色關係的建立會透過主管與部屬日常的互動與接觸，進而影響主管認知身

為其部屬的主管應有的行為表現。相同地，也會影響部屬認知身為其主管的部屬應有

的行為表現（Lewicki & Bunker, 1996）。可見主管與部屬的關係中，雙方都傾向互相理

解彼此的關係認定，以建構完整的角色關係，部屬再基於對此角色關係的理解，給予

主管不同的行為反饋，由此可推論當主管展現兼容並蓄（both / and）之寬嚴並濟領導

時，部屬能同時參考主管的關懷與定規領導行為，並經由主管關懷領導的行為展現，

認定雙方的關係是建立在互相尊重與長期信任的關係上。此時，部屬傾向將主管定規

領導的行為展現，歸因於主管立意良善的出發點而對其做出要求，並以更好的行為表

現以回應寬嚴並濟領導者較嚴格的期待與工作要求。然而，當主管既未關懷部屬，也

未給予部屬明確的工作要求，則代表領導者展現的是放任領導，此時部屬無法感受到

主管的定規領導行為，又因為主管對部屬缺乏清楚的職責要求與規範，使部屬缺乏工

作效率（Fleishman & Harris, 1962），並且難以符合工作角色的期待與工作的要求，造

成部屬較低的任務精熟度（Griffin, Neal, & Parker, 2007）。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

下： 

H1：展現寬嚴並濟領導的主管，其部屬的任務精熟度會高於主管展現放任領導的部屬。 

其次，同樣根據Sluss and Ashforth（2007）的關係認定理論，展現放任領導的主

管，相較於兼容並蓄（both / and）的寬嚴並濟領導所建構的關係認定，部屬既未感知

到主管的關懷領導行為，亦未感知到主管的定規領導行為。放任領導的主管不會主動

考量部屬的權益與福祉，也不會主動告知部屬任何改變，亦缺乏對部屬工作要求的明

確指示，更未對部屬提出工作規範或要求標準等。這樣的領導風格類似於Neuman and 

Baron（2005）提到的被動、間接的侵略式領導行為（aggressive leadership behaviors），

主管未提供部屬清楚明確的資訊或缺少重要回饋，容易對部屬產生負面影響。而

Skogstad, Einarsen, Torsheim, Aasland, and Hetland（2007）也認為會對部屬或組織產生

負面影響的領導行為，並不侷限於那些主動、明顯且直接的侵略式行為（如：怒吼、

威脅、侵犯…等），同時也包含那些被動、間接的領導行為，都會對部屬產生不良的影

響，而這種讓部屬感到挫折失望的不良感受很有可能因此促進部屬的反生產行為

（Chen & Spector, 1992；Fox & Spector, 1999；Spector, 1978）。根據挫折－攻擊模型

（frustration-aggression model）（Fox & Spector, 1999），員工可能會採取反生產行為

來應對工作場所的挫敗感。而員工採取反生產行為可能是試圖尋找替代方法來實現與

工作相關的目標，或者只是尋求對組織或其成員的報復。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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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展現寬嚴並濟領導的主管，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會低於主管展現放任領導的部屬。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 Homans（1958）提出的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社會交換是一種雙向的、取決於彼此且互利互惠的過程，涉及交易或簡單的

交換（Blau, 1964）。而這種過程始於其中一方的給予，而另一方則視對方的行為做出

不同的回應方式，而形成一種交換循環（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另外，Blau

（1964）提及「交換關係的建立涉及對另一方的承諾，由於社會交換需要相信他人會

給予回報，所以最初的問題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值得信賴的。」而在二者擇一（either / 

or）中的關懷領導，強調主管對部屬的關懷與意見的重視，即是以人為本的領導風格，

主管與部屬之間會產生高度的情感信任（Chen, Eberly, Chiang, Farh, & Cheng, 2014）。

由此可知，主管關懷領導的行為展現，有助於主管與部屬之間信任的建立。因此，當

主管展現關懷領導時，社會交換在良好信任關係的支持之下，能產生更高層次的交換

關係（Graen & Uhl-Bien, 1995）。故由社會交換理論可推論部屬為了回報主管在工作

上的關心、支持與幫助等正向的付出，部屬也會願意以正向的工作表現作為回應，由

於任務精熟度為工作績效的重要組成構面（Campbell, 1990），而且社會交換關係可以

預測工作績效（Kamdar & Van Dyne, 2007），故任務精熟度可能被視為主管與部屬之

間，部屬履行社會交換互惠義務的一種方式，主管展現高度關懷領導風格的部屬可能

比主管展現高度定規領導的部屬，更願意展現及精進其工作精熟度。因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設： 

H3：在二者擇一的領導風格中，展現高度關懷領導風格的主管，其部屬的任務精熟度

會高於主管展現高度定規領導風格的部屬。  

Lambert, Tepper, Carr, Holt, and Barelka（2012）提出當主管缺乏定規領導的展現

時，部屬會認為主管在工作期待與要求上缺乏充分的溝通而產生不受重視的感受，甚

至部屬會認為主管並不在乎他們是否能有好的工作績效表現。此時，主管應該適度增

加定規領導的程度，給予部屬清楚的工作資訊，才能使部屬提高對主管的信任（trust 

in the supervisor）、工作滿意度（ job satisfaction）以及情感性組織承諾（a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故適度的定規領導通常有助於減少反生產行為（Neubert 

et al., 2008）。然而，當主管不斷地增加定規領導的程度，達到高度的定規領導，甚至

超過部屬對於定規領導的需求時，原本對部屬的正向影響會開始轉為負向，反而會出

現部屬對主管的不信任、工作不滿意，以及低程度的情感性組織承諾，進而降低部屬

的組織公民行為，因為從員工的角度來看，主管的高定規可能會被視為霸道、微觀管

理和限制自主感（Tripp & Bies, 2009）。這種看法可能會增加員工的挫折感並促進反生

產行為（Chen & Spector, 1992；Fox & Spector, 1999；Spector, 1978）。相反地，當主管

展現關懷領導行為，並達到部屬對於關懷領導的需求水準時，部屬對主管的信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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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滿意度，以及情感性組織承諾皆會提升，即使主管持續增加其關懷領導的程度，達

到高度的關懷領導，甚至超過部屬的需要時，原本對於部屬的良好影響，仍然能繼續

保持正向關係（Tripp & Bies, 2009）。 

因此，不論主管是否缺乏關懷領導或定規領導，皆會對部屬產生負面的影響。而

當主管具備關懷領導時，即使主管展現關懷領導的程度不斷提高，對於部屬的影響仍

是正向的；但是當主管僅具備高度的定規領導時，其部屬可能會有較低的工作滿意度，

並容易產生不愉快的情緒及消極的工作態度（Ismail, Ong, Tan, Ibrahim, Ajis, & Dollah, 

2009），降低對組織與主管的信任（Mitchell & Ambrose, 2007），或對組織缺乏情感

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與繼續承諾（continuous commitment）、規範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都可能會增加部屬組織偏差行為（organizational deviance）的可能性

（Demir, 2011）。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在二者擇一的領導風格中，展現高度定規領導風格的主管，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

會高於主管展現高度關懷領導的部屬。 

在提出以上研究假設之後，可以發現展現兼容並蓄（both / and）的寬嚴並濟領導

及展現二者擇一（either / or）領導風格中的關懷領導，應對部屬的任務精熟度具有正

向的影響力，而對部屬的反生產行為則應具有負向的影響力。依 Sluss and Ashforth 

（2007）提出主管與部屬關係認定（relational identity）的概念，部屬對主管行為的反

應，會依雙方的互動關係而定，並與雙方的角色（role-based）和個人（person-based）

的認定有關。也就是當主管展現寬嚴並濟領導行為時，部屬回應主管的定規領導行為，

會參考主管展現的關懷領導行為來建立其關係認定。因此，展現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

領導者在主管與部屬之間所建立的信任關係（Chen et al., 2014；Fleishman & Salter, 

1963），使部屬在主管展現定規領導時，有可能願意理解主管對其嚴格的要求，乃是從

關懷領導出發，因而激發部屬願意以更高的任務精熟度與更低的反生產行為，來回應

寬嚴並濟領導者的期待。 

在 1990 年代初期研究混沌理論的豐富經驗之一是認識到二者擇一（either / or）

思維的弱點和兼容並蓄（both / and）思維的豐富性（Komives, 2001）。Smith and Lewis 

（2011）認為要維持領導的長期有效性，領導者就需要同時接受與協調矛盾的思維。

而矛盾代表的是領導有效性的機會，而不是一種威脅（Zhang et al., 2015）。Smith, Lewis, 

and Tushman（2016）指出當領導者假設存在多種事實，並且領導者的角色是應對變化

而不是對抗變化時，他們可以幫助其組織達到動態平衡的狀態，與傳統二者擇一的領

導相比，擁有寬嚴並濟領導風格的領導者在管理實踐上更能擁抱不同的策略或多重的

身份、包容不確定性以及從失敗中學習。因此，以二者擇一出發的關懷領導，即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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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高度的關懷領導，對部屬行為的影響很可能比不上兼容並蓄出發的寬嚴並濟領導

來得大。總而言之，不管是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或是仁慈與威權領導風格，運用兼容

並蓄（both / and）的矛盾思維，應能有效地彌補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限制（Zhang 

et al., 2015）。因此，本研究推論關懷與定規兼具的寬嚴並濟領導風格，對部屬工作成

果的正向影響要高於二者擇一的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風格；反之，對部屬工作成果的

負向影響也低於二者擇一的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風格。於是本研究提出以下之研究假

設： 

H5-1：在部屬任務精熟度方面，主管展現兼容並蓄之寬嚴並濟領導的影響程度高於主

管展現二者擇一之關懷領導。  

H5-2：在部屬任務精熟度方面，主管展現兼容並蓄之寬嚴並濟領導的影響程度高於主

管展現二者擇一之定規領導。  

H6-1：在部屬反生產行為方面，主管展現兼容並蓄之寬嚴並濟領導的影響程度低於主

管展現二者擇一之關懷領導。  

H6-2：在部屬反生產行為方面，主管展現兼容並蓄之寬嚴並濟領導的影響程度低於主

管展現二者擇一之定規領導。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與資料蒐集程序  

本研究在紙本問卷發放前，研究人員會一一與各家公司主要負責聯繫的窗口進行

填答者意願及份數的確認，填答者同意後才予以施測問卷，為能辨認配對問卷的正確

性及避免問卷有疏漏情形，在紙本問卷上，研究者會根據各家公司的份數進行事前問

卷編碼，聯繫窗口會協助完成問卷編號及對應主管之名單，主管會依照所選擇之部屬，

填寫問卷編號及對應部屬之名單。  

線上問卷的部分本研究則是使用雲端問卷平台－SurveyCake 進行發放，本研究同

樣事先蒐集有意願填答者之電子信箱，針對每一位主管及部屬進行編碼配對，並為每

位填者提供專屬問卷連結，填答者必須使用其專屬 ID 連結才可進入問卷填答，每個

ID 只能使用一次，此外為了能夠顧及每位填答者的隱私，使其能夠放心填答真實的感

受，紙本問卷皆會附上待彌封信封；線上問卷則會隱藏結果，故所有填答皆為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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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亦將保持隱密並僅供本研究進行學術分析使用，僅有研究者可以得知填答進度狀

況，問卷發放過程的步驟會透過書面的說明文件和口頭上的陳述，以利聯繫窗口熟悉

問卷發放的流程。最後，為了提高樣本的回收率及有效性，本研究贈送每位完成兩階

段填答者一份小禮品。  

此外，為了避免產生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本研究採

取兩階段問卷進行發放，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問卷發放時間間隔三週。為了利於兩階

段的配對，第一階段由主管進行個人背景資料填答，並由部屬針對主管的關懷與定規

領導風格評量及個人背景資料進行填答；第二階段則由主管針對部屬的任務精熟度、

反生產行為等變項進行評量。  

二、研究變項衡量 

本研究工具包含：LBDQ-XII 量表、部屬任務精熟度量表、反生產行為量表。Stogdill

（1963）的 LBDQ-XII 量表，共有 20 題，包含關懷領導風格與定規領導風格兩類題項

各 10 題，關懷領導風格之例題如「你的主管是否和藹可親？」、「你的主管是否會為

了讓單位成員感到有歸屬感而給予關懷？」等；定規領導風格之例題如「你的主管是

否會明確地讓單位成員知道他對工作的要求？」、「你的主管是否鼓勵使用標準程序

來規範單位成員？」等；量表採 Likert 七點量尺（1＝從不如此，7＝總是如此）來衡

量部屬對主管領導風格的知覺程度。另外，採用 Griffin et al.（2007）的個體層面任務

精熟度量表，共有 3 題，例題如「這位部屬可以很好地完成交付給他／她的核心工

作。」、「這位部屬可以遵守標準程序完成他／她的核心工作。」等，為 Likert 六點

量尺（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來衡量主管對部屬任務精熟度的知覺程度。至

於反生產行為則採用 Dalal, Lam, Weiss, Welch, and Hulin（2009）的反生產行為量表，

共有 8 題，例題如「這位部屬會在上班時間處理與職務無關的事情。」、「這位部屬

會談論公司的八卦。」等，為 Likert 七點量尺（1＝從不如此，7＝總是如此）來衡量

主管對部屬反生產行為的知覺程度。 

除此之外，根據過去對部屬行為的相關研究，顯示性別、年齡會對任務精熟度、

反生產行為有影響性（Berry, Ones, & Sackett, 2007；Hershcovis et al., 2007；Zhang et 

al., 2015）。同時，婚姻狀況亦有可能影響部屬的反生產行為（Ugwu, Enwereuzor, Fimber, 

& Ugwu, 2017），故本研究亦將婚姻狀況做為控制變項，納入問卷的題項當中。  

  



372 商管科技季刊 第二十三卷 第三期 民國一一一年 

 
 

肆、研究結果 

一、資料來源與樣本特性 

本研究第一階段共發放850份配對問卷，扣除兩階段的364份無效問卷後，共回收

48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57.18%。有效樣本在產業類別方面，一般製造業佔13.6%、

高科技製造業佔47.3%、金融及保險業佔6.4%、服務業佔22.8%、其他產業佔9.9%；公

司規模大小方面，員工人數在100人以內佔28.6%、101~500人佔28.4%、501~1000人佔

22.8%、1001~5000人佔16.5%、5000人以上則佔3.7%。 

其次，在有效樣本中，男性主管佔 57.2%、女性主管佔 42.8%；主管的平均年齡

為 43.2 歲；平均年資為 11.0 年；在婚姻狀況中，已婚者佔 73.4%、未婚者佔 23.7%；

基層主管佔 29%、中階主管佔 53.7%、高階主管佔 17.3%。另外，女性部屬佔 60.5%、

男性部屬佔 39.5%；部屬的平均年齡為 35.8 歲；平均年資為 6.6 年；在婚姻狀況中，

未婚者佔 46.9%、已婚者佔 52.1%；一般員工佔 74.2%、基層主管佔 17.9%、中階主管

佔 7.4%、高階主管 0.4%。而部屬與主管共事年資平均為 4.9 年。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各變數的 Cronbach’ s α值如下所述，關懷領導風格之α值為 0.943，定規領

導風格之α值為 0.921，任務精熟度之α值為 0.907，反生產行為之α值為 0.924，本研究

四個變數的α值皆大於 0.9，表示各變項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檢驗模型之適配度。

依表 2 所示，相較於其他的替代模型，本研究原始的四因子模型適配度最佳，絕對適

配指標的χ2 / df 為 3.639、SRMR 為 0.051、RMSEA 為 0.074、GFI 為 0.818；而增值適

配指標的 CFI、TLI 及 IFI 皆達 0.9，可見本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四、相關分析 

依表 3 所示，各變數的平均數、標準差與 Pearson 相關分析之結果，關懷領導風

格與定規領導風格（r＝.708，p＜.001）、任務精熟度（r＝.163，p＜.001）均為正向顯

著相關，但與反生產行為則呈負向顯著相關（r＝-.117，p＜.001）。而定規領導風格與

任務精熟度則為正向顯著相關（r＝.090，p＜.05），但與反生產行為無顯著相關。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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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指標 絕對適配指標 增值適配指標 

 χ2 /df SRMR RMSEA GFI CFI TLI IFI 

四因子模型𝑎 3.639 0.051 0.074 0.818 0.900 0.900 0.900 

三因子模型𝑏 5.336 0.067 0.095 0.690 0.834 0.821 0.835 

三因子模型𝑐 5.477 0.071 0.096 0.747 0.829 0.815 0.829 

二因子模型𝑑 7.166 0.083 0.113 0.639 0.763 0.746 0.764 

註：N＝486 

a.關懷領導風格、定規領導風格、部屬任務精熟度、部屬反生產行為。  

b.關懷領導風格與定規領導風格合併為同一因子。  

c.任務精熟度與反生產行為合併為同一因子。  

d.關懷領導風格與定規領導風格、任務精熟度與反生產行為各合併為同一因子。  

表 3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部屬性別  1.605 0.489 -          

2.部屬年齡  35.747 8.325 -0.052 -         

3.部屬婚姻狀況  1.541 0.519 0.032 0.308*** -        

4.關懷領導  1.259 1.052 -0.119** -0.195*** -0.030 -       

5.定規領導  1.214 0.988 -0.122** -0.075 0.013 0.708*** -      

6.關懷領導× 

定規領導  
2.263 2.272 -0.133** -0.120** 0.037 0.763*** 0.740*** -     

7.關懷領導× 

關懷領導  
2.690 2.514 -0.096* -0.155*** 0.002 0.821*** 0.566*** 0.875*** -    

8.定規領導× 

定規領導  
2.448 2.266 -0.096* -0.021 0.059 0.555*** 0.793*** 0.871*** 0.648*** -   

9.任務精熟度  4.765 0.747 -0.053 0.055 0.039 0.163*** 0.090* 0.017 0.050 -0.006 -  

10.反生產行為  2.074 0.906 0.040 0.102* 0.035 -0.117** -0.023 0.051 0.055 0.082 -0.417*** - 

註：N＝486；*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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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精熟度與反生產行為則呈負向顯著相關（r＝-.417，p＜.001）。 

五、差異樣本比例分配  

Shanock, Baran, Gentry, Pattison, and Heggestad（2010）建議在進行多項式迴歸與

反應曲面分析前，需先將 X 與 Y 標準化後（X 為關懷領導風格、Y 為定規領導風格），

以標準差二分之一之上或之下作為具有差異的依據，將樣本分成三個組別。若要確認

兩自變項之間具有差異的樣本（X 顯著大於 Y 或 X 顯著小於 Y）之比例，至少需佔總

樣本數的 10%以上。本研究結果顯示，X 顯著大於 Y 與 X 顯著小於 Y 的樣本比例，

分別為 21%及 18.7%，而 X 與 Y 一致的樣本比例為 60.3%。可知本研究具有差異之樣

本比例佔比達 10%以上。 

六、假設模型檢驗 

本研究使用 R 語言，進行假設模型的檢驗，分析結果如表 4 及表 5 所示。由表 4

可見，X 為關懷領導風格，Y 為定規領導風格，Z1 為任務精熟度。並根據結果繪製反

應曲面圖（詳見圖 1）。在斜率檢測的部分，a1 代表關懷領導風格（X）與定規領導風

格（Y）一致（X＝Y）時，所對應部屬的任務精熟度（Z1），在曲面上的斜率為 0.313，

分析結果為正值且達顯著水準，即展現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之寬嚴並濟領導的

主管，其部屬的任務精熟度，會高於主管展現放任領導（低關懷低定規）之部屬，故

本研究假設之 H1 成立。 

其次，a2 代表關懷領導風格（X）與定規領導風格（Y）不一致（X＝-Y）時，所

對應部屬的任務精熟度（Z1），在曲面上的斜率為 0.291，分析結果為正值且達顯著水

準，代表展現關懷領導之主管，其部屬的任務精熟度，會高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之部

屬，故本研究假設之 H3 成立。 

此外，a3 代表當關懷領導風格（X）等於 3（X 中心化後的最大值）時，所對應

的任務精熟度（Z1），在曲面上的斜率為-0.232，但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本研究

假設 H5-1，在部屬任務精熟度方面，主管展現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之寬嚴並濟

領導與展現關懷領導對部屬的影響程度，兩者之間未有顯著差異，故本研究假設之 H5-

1 不成立。 

最後，a4 代表當定規領導風格（Y）等於 3（Y 中心化後的最大值）時，所對應的

任務精熟度（Z1），在曲面上的斜率為 0.059，但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假

設 H5-2，在部屬任務精熟度方面，主管展現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之寬嚴並濟領

導與展現定規領導對部屬的影響程度，兩者之間未有顯著差異，故本研究假設之 H5-2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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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在任務精熟度的反應曲面圖  

表 5 顯示 X 為關懷領導風格，Y 為定規領導風格，Z2 為反生產行為。並根據分析

結果繪製反應曲面圖（詳見圖 2）。在斜率檢測的部分，a1 代表主管關懷領導風格（X）

定規領導風格（Y）一致（X＝Y）時，所對應部屬的反生產行為（Z2），在曲面上的斜

率為 -0.381，分析結果為負值且達顯著水準，代表展現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之

寬嚴並濟領導的主管，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會低於主管展現放任領導（低關懷低定

規）之部屬，故本研究假設之 H2 成立。 

其次，a2 代表關懷領導風格（X）與定規領導風格（Y）不一致（X＝-Y）時，所

對應的反生產行為（Z2），在曲面上的斜率為-0.608，分析結果為負值且達顯著水準，

亦即展現關懷領導之主管，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會低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之部屬，

故本研究假設之 H4 成立。 

再者，a3 代表當關懷領導風格（X）等於 3（X 中心化後的最大值）時，所對應部

屬的反生產行為（Z2），在曲面上的斜率為 0.068，但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本研

究假設 H6-1，即在部屬的反生產行為方面，主管展現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之寬

嚴並濟領導與展現關懷領導，對部屬的影響程度，兩者之間亦未有顯著差異，故本研

究假設之 H6-1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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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任務精熟度在多項式迴歸之係數與曲面檢測分析結果  

變數 
任務精熟度 

模式一 模式二 

常數（b0） 4.935*** 4.886*** 

部屬性別 - - 

部屬年齡 - - 

部屬婚姻狀況 - - 

關懷領導風格（b1） 0.302*** 

定規領導風格（b2） 0.011 

關懷領導風格平方項（b3） -0.028 

關懷 x 定規領導風格（b4） -0.081 

定規領導風格平方項（b5） 0.007 

𝑅2 0.008 0.072*** 

𝛥𝑅2 - 0.064*** 

斜率檢測    

a1＝b1＋b2（一致線）  0.313*** 

a2＝b1－b2（不一致線）  0.291* 

a3＝b2＋3*b3（x＝3）  -0.232 

a4＝b1＋3*b3（y＝3）  0.059 

曲率檢測   

a5＝b3＋b4＋b5（一致線）  -0.102*** 

a6＝b3－b4＋b5（不一致線）  0.060 

a7＝b5（x＝3） 0.007 

a8＝b3（y＝3） -0.028 

註：N＝486；*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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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反生產行為在多項式迴歸之係數與曲面檢測分析結果  

變數 
反生產行為 

模式一 模式二 

常數（b0） 1.633*** 1.480*** 

部屬性別 - - 

部屬年齡 - - 

部屬婚姻狀況 - - 

關懷領導風格（b1） -0.495*** 

定規領導風格（b2） 0.114 

關懷領導風格平方項（b3） 0.176*** 

關懷 x 定規領導風格（b4） -0.015 

定規領導風格平方項（b5） 0.009 

𝑅2 0.013 0.100*** 

𝛥𝑅2 - 0.088*** 

斜率檢測    

a1＝b1＋b2（一致線）  -0.381*** 

a2＝b1－b2（不一致線） -0.608*** 

a3＝b2＋3*b3（x＝3）  0.068 

a4＝b1＋3*b3（y＝3）  -0.540** 

曲率檢測   

a5＝b3＋b4＋b5（一致線） 0.170*** 

a6＝b3－b4＋b5（不一致線） 0.200 

a7＝b5（x＝3） 0.009 

a8＝b3（y＝3） 0.176*** 

註：N＝486；*p＜.05；**p＜.01；***p＜.001 

最後，a4 代表當定規領導風格（Y）等於 3（Y 中心化後的最大值）時，所對應部

屬的反生產行為（Z2），在曲面上的斜率為-0.540，且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本研究

假設 H6-2，即在部屬的反生產行為方面，主管展現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之寬嚴

並濟領導與展現定規領導，對部屬的影響程度，兩者之間有負向顯著差異，故本研究

假設之 H6-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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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與討論 

與過去二者擇一（either / or）思維為主的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風格之研究截然不

同，本研究採用兼容並蓄（both / and）的矛盾思維，重新檢視俄亥俄州立大學提出的

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且區分出本研究的四類型領導風格，分別是寬嚴並濟領導、關

懷領導、定規領導與放任領導，並進一步探討主管展現這四種領導風格對其部屬任務

精熟度及反生產行為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同時展現關懷與定規領導之寬嚴並濟領導風格的主管，其部屬的

任務精熟度會高於主管展現放任領導的部屬，而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則會低於主管展

現放任領導的部屬。其次，在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領導風格中，展現關懷領導的

主管，其部屬的任務精熟度會高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的部屬；而展現定規領導的主管，

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則會高於主管展現關懷領導的部屬。最後，主管展現兼容並蓄的

寬嚴並濟領導風格，與主管展現二者擇一領導風格之關懷領導或定規領導，對部屬的

任務精熟度均無顯著差異。至於主管展現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風格，與展現二者

擇一（either / or）領導風格中的關懷領導對部屬的反生產行為無顯著差異；但是本研

究發現了主管展現寬嚴並濟領導，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則顯著低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

的部屬。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主管展現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的寬嚴並濟領導風格，

相較於主管展現低關懷低定規的放任領導風格，既能提升部屬的任務精熟度，亦能降

低部屬之反生產行為。此研究結果與 Sluss and Ashforth（2007）提出的關係認定

（relational identity）理論之概念一致，當主管與部屬的關係建立後，部屬對於主管的

反應行為，會因雙方的工作互動情況而決定，同時也影響雙方對彼此角色的認知與期

待。故當主管具備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風格時，部屬回應主管的定規領導行為，

會同時參考主管關懷領導行為的展現，以建立完整的關係認定；換句話說，當部屬在

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者帶領之下，會基於主管展現關懷領導而在主管與部屬之間

建立起的信任關係（Chen et al., 2014；Fleishman & Salter, 1963），使部屬傾向於理解

主管對部屬的嚴格要求，乃是出於立意良善的出發點，而願意以更高的任務精熟度與

更低的反生產行為，來回應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者之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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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在反生產行為的反應曲面圖  

此外，在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風格對於部屬行為影響的

探討方面，可採 Homans（1958）所提出的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

來解釋。由於社會交換是一種雙向、互利互惠的簡單交換或交易過程，而信任被視為

交換關係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Blau, 1964）。此交換過程始於一方給予，另一方將視

對方的行為產生不同的回應，而形成連續的交換循環（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因此，當主管展現二者擇一領導中的關懷領導時，一方面能促進部屬與主管間的信任

關係，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兩者之間社會交換關係的建立（Graen & Uhl-Bien, 1995）。因

此，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出發，當主管對部屬展現關心與尊重，並且注重溝通與員

工福祉時，部屬為了回應主管的支持行為，會更願意表現良好的行為來履行主管與部

屬間的互惠交換關係。  

此外，根據 Lambert et al.（2012）的研究發現，當主管適度的展現定規領導時，

能帶給部屬正向的影響，然而當定規領導的程度超出部屬需求，甚至主管持續增加定

規領導的程度達到高定規領導的程度時，對部屬的正面影響就會轉變為負面影響，讓

部屬產生對主管的不信任、對工作的不滿意，以及對組織的低度承諾等結果。而由

Mitchell and Ambrose（2007）以及 Demir（2011）的研究可知，當部屬缺乏對組織與

主管的信任以及對組織的承諾時，都會增加部屬在組織中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但

是 Lambert et al.（2012）的研究也發現，當主管展現關懷領導超過部屬對關懷領導的

需求，甚至主管持續增加關懷領導的程度達到高度關懷領導時，仍能保持對部屬正面

的影響。本研究透過對二者擇一領導中，關懷與定規領導對於員工行為影響的比較時，

反

生

產

行

為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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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展現關懷領導風格的主管，其部屬的任務精熟度會高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風格的

部屬，並且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也會低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風格的部屬。此結果顯示

主管展現關懷領導行為比主管展現定規領導行為，更能提升對部屬行為的正面影響，

以及降低對部屬行為的負面影響，因此本研究結果印證了過去相關研究的發現。  

最後，透過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的寬嚴並濟領導與二者擇一（高關懷低定

規或低關懷高定規）領導對於員工行為影響之檢驗後，本研究僅驗證當主管展現兼容

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時，其部屬的反生產行為將顯著低於主管展現定規領導的部屬，

此結果呼應本研究認為主管展現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可以帶給部屬更完整的關

係認定，進而彌補二者擇一（高關懷低定規或低關懷高定規）中，關懷領導或定規領

導所產生的侷限（Zhang et al., 2015）。 

然而，本研究同時也發現當主管展現定規領導時，其對部屬任務精熟度的影響與

兼容並蓄（高關懷高定規）的寬嚴並濟領導並無顯著差異。甚至當主管展現關懷領導

時，不論對部屬的任務精熟度或反生產行為的影響，都與主管展現兼容並蓄（高關懷

高定規）的寬嚴並濟領導時無顯著差異。依據 Wang et al.（2018）針對家長式領導的

威權領導與仁慈領導之研究結果，發現主管展現高威權高仁慈領導風格，其部屬績效

與主管展現高仁慈領導之部屬的績效表現並無顯著差異，故其推論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領導風格，對於部屬關係認定的形成比較簡單直接，部屬無需對主管的領導行

為花費過多時間精力去認知理解；相對地，恩威並施（高威權與高仁慈）領導行為，

反而有可能讓部屬會花更多時間精力去分析思考，以解讀主管的威權與仁慈領導行為

背後的真正意涵，以致產生較大的認知負荷，甚至會削弱兼容並蓄（both / and）的寬

嚴並濟領導對部屬行為的最佳影響。故本研究亦認為可能因相同理由而造成上述兼容

並蓄（both / and）的寬嚴並濟領導對於部屬行為的影響，會與二者擇一（either / or）

的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並無顯著差異的現象。  

二、學術貢獻 

如同在本研究研究動機提及 Judge 等學者建議未來在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的研究

上，應該嘗試將其與近代的領導理論進行對話，本研究即依循 Judge 等學者的建議，

嘗試用最近發展之矛盾領導的新視角，嘗試與俄亥俄州立大學領導理論進行對話與重

新檢視。本研究將 both / and、either / or 與 neither / nor 等三種型態的思維依其個別特

性區分為寬嚴並濟領導、關懷領導、定規領導與放任領導。過去學者雖提出高關懷高

定規、高關懷低定規、低關懷高定規、低關懷低定規等四種類型（Kerr et al., 1974），

但大部分的研究皆將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視為各自獨立，亦即採用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思維，分別探究這兩種領導風格各自對於部屬行為的影響（Badin, 1974；Flei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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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is, 1962），幾乎極少研究思考到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同時兼具的可能性，故本

研究嘗試將兼容並蓄（both / and）的矛盾思維導入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領導風格研究，

跳脫了過去的二者擇一（either / or）思維，探究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兼容並蓄（both 

/ and）之寬嚴並濟領導，會對部屬行為產生何種影響。  

本研究參考過去學者（Judge et al., 2004；Schriesheim et al., 1976；Weissenberg & 

Kavanagh, 1972）研究的結果與建議，進一步考慮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之間的相關性，

以及 both / and、either / or、neither / nor 等三種型態可能存在交互作用造成彼此相互

影響（Judge et al., 2004；Schriesheim et al., 1976）。並發現過去研究在探討主管定規領

導風格對部屬行為的影響時，可能因未考量關懷領導風格對結果變項的干擾效果，因

而導致先前研究產生不一致的結果。故本研究亦將 both / and、either / or、neither / nor

等三種型態彼此間的交互作用納入考量，其結果有助於研究者能更清楚地釐清關懷與

定規領導風格加以組合後，所產生的交互作用關係。  

此外，過去研究針對探究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兩個變項間的交互作用時，大多採

用傳統的調節效果分析方式（Fleishman & Harris, 1962；Seltzer & Numerof, 1988）進

行驗證。本研究改採多項式迴歸與反應曲面分析，彌補了過去研究（Fleishman & Harris, 

1962；Holtz & Harold, 2013；Seltzer & Numerof, 1988）在研究分析方法上的不足，因

而對分析之方法論也產生了貢獻（Edwards, 2007；Edwards & Parry, 1993）。本研究考

慮到關懷領導與定規領導的非線性關係（Judge et al., 2004），以多項式迴歸進行分析，

並進一步瞭解預測變項與結果變項之間是否存在非線性關係。其次，採用反應曲面分

析，可根據多項式迴歸的係數，繪製出三維空間的反應曲面圖，以瞭解兩個自變項一

致高或一致低時（例如：關懷與定規程度同時高或同時低時），對於結果變項的影響。

同時也可瞭解兩個自變項不一致時（例如：關懷與定規程度一高一低時），對於結果變

項的影響，此結果相當程度改善了傳統調節效果分析僅能繪製二維空間的交互作用

圖，而無法同時呈現兩個預測變項的連續性與更加細緻的交互作用關係（Shanock et 

al., 2010）。 

三、管理意涵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主管同時展現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風格，可能對部

屬產生正面的影響力。而 Smith et al.（2016）亦提及「矛盾促使人們考慮既『相互矛

盾』，也『相互依存』的替代做法（Smith et al., 2016）」，領導者若具備兼容並蓄的矛

盾思維，就能避免採用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思維僅能獲得短期效益的侷限。畢竟，

「今日的『長期』，會變成明日的『短期』（Smith et al., 2016）」。由此可知，若主管過

度偏重關懷領導或定規領導其中之一的領導風格時，都可能造成對另一種領導風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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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影響。而採用兼容並蓄（both / and）之寬嚴並濟領導，可能是一種因應未來環境

改變並保持動態平衡的新領導模式。  

其次，在某種程度上，領導力是一種動態的能力，也就是企業可以訓練擔任主管

職務的人在不同情況下採取不同的領導行為（DeRue & Wellman, 2009；McCauley, 

2001）。組織可以考慮使用工具來幫助主管了解部屬對關懷和定規領導的適合性，並

根據特定部屬對領導力適合屬性，運用「因材施教」的方式施以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

領導，或適當的關懷領導或定規領導。在了解部屬的領導適合屬性方面，應鼓勵主管

使用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管道。例如，定期的員工意見調查和多維度（例如 360°）回

饋系統，來探索部屬對不同領導風格的適合性。主管可以透過參與需要不同程度的關

懷或定規的角色演練，來學習磨練其領導行為的能力。此外，企業可以對現有的領導

力發展計劃增加內容，以衡量部屬對主管領導風格的需求與潛在的好處以及不這樣做

的額外成本。因為主管過度的定規領導似乎比過度的關懷領導，與更多的負向結果相

關，故應讓擔任主管職位的領導者意識到，調整他們的定規領導風格比調整他們的關

懷領導風格更重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或許更適合許多部

屬的需求。 

四、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僅針對台灣企業發放問卷，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研究對象

的規模，以增加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本研究僅以部屬的任務精熟度與反生產行為

作為結果變項，Judge et al.（2004）檢驗關懷領導對部屬的滿意度、動機與領導效能有

顯著關係，定規領導則對領導的績效有顯著關係，建議未來研究可再針對更多不同的

結果變項作探討，例如關懷型領導主要影響的員工士氣或工作意願等依變項。除此之

外，為了更完整地瞭解主管兼容並蓄之寬嚴並濟領導對於部屬行為的影響，建議未來

研究可針對兩者之間的中介或調節機制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其次，本研究僅針對關懷與定規領導風格進行探討，然而，在過去領導的相關研

究中，大部分研究仍採用二者擇一（either / or）的思維，將兩相衝突與對立的領導風

格，視為各自獨立且無法兼容的。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運用兼容並蓄（both / and）

思維思考主管同時兼具兩種對立領導風格的可能性，並進一步研究其對於部屬行為的

影響。 

最後，本研究建議企業可以開設相關訓練課程，以訓練主管具備兼容並蓄的矛盾

思維；再者，亦可協助主管在策略管理上，以兼容並蓄的矛盾思維，找出能同時滿足

兩相對立需求的替代方案，以獲得長期且永續的成果。此外，也可以協助主管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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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上，展現兼容並蓄的寬嚴並濟領導風格，同時滿足組織與部屬之間相互對立的需

求，並促使部屬有更好的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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